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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思想中国家规模与民主主义的关系及 

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Western Discourses on the relations of size of states and democrac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金永镇（国民大学校， 韩国） 

  

１１１１．．．．    绪论绪论绪论绪论    

国家是否存在“最恰当规模”这种说法呢？ 现在提出这一问题的社会科学家恐怕已经为数不多了。最近主

流学术思潮认为国家规模由外生因素决定，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但通过人口、面积等物理因素所表现出

来的国家规模对其经济和政治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西方近代民主国家形成过程中，边境线并非由地理要素决定，而是一种人为制定

的制度(Henderson 1983; Tilly 1990)。另外，一部分经济学家则从经济角度，坚决主张“国家具有最恰当规

模”。后者举例说, 如果根据国民的合理选择来划分国境线的话，那么国家的规模只会比较小。这是因为

人们一般希望自己缴纳的的税金能够受惠于公共财政分配方式，而国家规模越大就越难实现这个目标。

与此相反，独裁者在经济层面上则喜好大帝国。因为国家越大，越能获得更强大的物质基础（rent）。但

是国家越大，即使是强硬派独裁者，也不能完全无视不同国民的不同喜好；而且地区越偏远，国内外所

面临的不稳定因素和挑战就越多，国家的统治费用也会随之上升。因此，国家的规模如果不维持在恰当

的水平上，就无法保持均衡(Alesina and Spolare 2003)。  

另外，也可以从所谓的帝国建设或外部扩张等角度对“最恰当规模”进行说明。例如，通过领土扩张是否

获取经济利益这一标准，可以推理出最恰当规模的范围。这一推断的主要理论性依据如下：即试图吞并

地区的最适度规模由支配所需费用和通过支配所获得的利益共同决定。换言之，所征税收应高于支配所

需费用（为相关居民提供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以及征税所产生的费用）(Lake 1997: 47-50)。过度扩张的

帝国，由于支出庞大，其经济基础会逐渐减弱，最终将丧失有效统治疆域的竞争力(overextension)。就这

一角度而言，为保持政权稳定，其领土范围应该维持在一定的界限内(Kennedy 1987; Li 2002: 144)。 

同样，从国家功能的角度，也证明了国家规模有必要维持一定的限度。典型事例之一就是“行政收益递减

规律(law of diminishing administrative return)”。(德)魏特夫(Wittfogel, K. A.)认为，如果国家各种行政事务

超过一定的范围，其受到的技术、物理以及社会性等制约因素就越大，效率也会相应大为降低。例如，

为了开发地理位置不佳的土地种植农作物，需要从较远的地方引水灌溉。但随着工程深入进行，其费用

和效率就会形成反比关系。因此，为了减轻灌溉设施建设所带来的劳役，国家功能应维持在一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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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同理，国家对农业或手工业领域的管理、或者对个人或家族、宗教、手工业组织等社会组织的控制

也应该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Wittfogel 1957: ch. 4, B)。  

当然，国家规模也不是越小越好。除了要考虑对外安全因素之外，从费用和产出效益的角度来看，国家

也应维持一定大小的规模。合理的国家规模首先要具备一定的行政组织，其次可以征集到维持行政组织

运行所需的费用。另外，一定规模的内需市场也可以降低对外依赖所引发的经济不稳定。在规模经济或

应对财政分配层面上，国家规模是起积极作用的。因此，规模过小的国家在面临自然灾害或环境等问题

时，其能力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西方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其实就是500多个小的封建国家经过重组，逐

渐成为25个较大国家的过程。历史上，大部分文明进步的政治政体也都具备一定的规模。 

就上面提到的几个层面而言， 我们很难否定国家应该有最适度规模。不过对于“国家规模维持多大才是

合理”这一问题，却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而且，政治现实并不完全由经济合理性决定，这也是很明

显的事实。尽管如此，也并不能全然否定对国家规模本身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因为在整个政治运行体系

中，国家规模大小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在中国，有一部分学者提出该问题的重要性。例如，王

沪宁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固有政治模式的建立这一问题上，他列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基本

条件，除了一党执政、公有制、重视伦理文化等易因素外，他特别指出中国国家规模庞大这一特征(王沪

宁1994:31)。中国的国家规模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庞大，这实际上意味着相当复杂的经济利益、文化

以及民族关系，因此建立一个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就变得非常重要。 

以上都是对国家规模的个别探讨。但是在思想史上，所研究的一贯主题是国家规模和民主主义间的关

系。从最初雅典的直接民主主义到近代的代议制民主主义和联邦制，西方国家可谓经历了多样化的政治

体制。这些政治体制可以说是人类面临历史上不同国家规模变化所时所作出的不同应对。因此对这些政

治体制理论依据的研究，成为西方政治体制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另外，西方思想家不仅局限

于对自身政治体系的探讨，而且还从规模角度对包括在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形成了一定的认识和观念。这

些认识和观念并非是经过严密论证的结果，大部分只是与自身相反的形象。尽管如此，这些理论研究也

能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比较重要的启示。 

在这一整体脉络下，本文第二部分将对有关民主主义和国家规模关系相关的西方主流政治思想进行梳

理。在这一部分，将探讨一个问题，即在城邦直接民主主义、近代社会契约论、联邦制、代议制等西方

政治史上产生的各种争论中，如何影射国家规模这一问题。毫无疑问，直接民主主义从理论上讲是一种

理想的政治体系框架，但是它仅限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希腊。虽然民主主义重新成为时代精神，但并不是

任何政治体制规模都适合实行直接民主主义。近代民主国家规模日趋庞大，必须寻找新的代替方案。这

一方案就是联邦制和代议制。第三部分则试图探讨西方对传统中国国家规模及其相关内容的认识。不少

西洋知识分子即以为中国大规模性跟政治专制、社会停滞性、资本主义未萌牙等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四章结论部分则以第二章和第三章提出的争论为基础，阐明对今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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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主主义与国家规模民主主义与国家规模民主主义与国家规模民主主义与国家规模：：：：西方主流民主思想的历史演变西方主流民主思想的历史演变西方主流民主思想的历史演变西方主流民主思想的历史演变 

1））））城邦国家与小国主义城邦国家与小国主义城邦国家与小国主义城邦国家与小国主义 

西方民主主义原型是小城邦国家中实行的直接民主主义。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至3世纪，一部分城邦国家

逐渐在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这些城邦国家的人口一般不超过10万名。城邦国家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由

险峻山势所形成的天然地理划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地理划分制约了地区间的互相交流 (Lipson 

1960: 346-347)。西方政治思想的始祖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主张就是以这一时代环境为背景的。他

们作为实现小国直接民主主义的创始人，对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首先，柏拉图在『法律论』中提及共同体大小的问题。他认为，在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归属意识和团结

精神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共同体必须实现自给自足。这种自给自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而且意味

着在军事上也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卫。但如果共同体过大，成员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必然毁损这种归

属意识和团结精神。因此，他假定最佳的人口规模应该是除去奴隶、女人、小孩之外，成人最多不超过

5040名(Plato 1982: Part 9, § 4)1。 

与柏拉图相比，亚里斯多德则在『政治学』中以更多的篇幅论述了国家规模问题。与柏拉图一样，亚里

斯多德也主张，为了实现直接民主（‘政治性自给自足’），国家也应该维持较小规模。他认为，政治共

同体为了保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各司其职，应该维持在适度的规模。例如，君主制国家中，国家如果

过大，那么统治者做出判断或命令在技术上就会遇到困难。另外，市民参与政治活动，需要通过选举分

配官职，如果相互不了解，必然导致选举和政策不能顺利进行。此外，如果国家规模过大，控制异邦或

者外国人进入就比较困难。亚里斯多德同样认为，一个国家的疆域大小，一方面应该可以实现经济上的

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为了保卫国土，应该保持在一眼望尽的范围内。换一句话说的话，即领土面积小，

才容易实现防御。最终结论： 人口最佳规模“以达到自给生活所需又为亲察所能遍及为限”(Aristotle 1999: 

Part 7, § 4)。 

当时，希腊四周环山，由许多与外部隔离的地区共同构成。因此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小国理论实际上

是根据这一地理要素形成的必然结果(Dahl and Tufte 1972: 4)。 但是小国理论逐渐在现实中失去其根基。

随着亚里斯多德的弟子，即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建立大帝国之后，城邦国家体系开始瓦解(Lipson 1960: 

349)。 尽管如此，直接民主主义思想还是对西方政治思想起到了很大影响，18世纪的孟德斯鸠和卢梭等

近代政治思想家也继承了这种观点。2 

                                           
1 当然这也是为维持共同体运行，以一定的数学计算为基础所得出的数字。5040除11以外，1~12的其它数字都可以整除，因此

可以根据土地分配、税收、社会规范、国防以及行政等多种目的和方式组合国民。根据推测，雅典比其它城邦国家规模都要大，

人口大概达到20~30万名。其中，奴隶大概是6~8万名，没有公民权的异邦人（metics）大约为3.5~4万名，拥有选举权的市民大

概是3.5万~4万名。（Lee 1982:26） 

2 果说这 传统 话， 可 举 可 · 亚 （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对罗马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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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规模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规模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规模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规模 

在近代早期共和制提倡者看来，古希腊实行的小规模政治体制仍然是最合适的政体。 在“人民主权至上” 

这一前提下，直接民主主义理论上当然是最合适的政治形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必须是维持小规

模状态。规模较大的近代民主国家成为普遍的国家形态之后，代议制和联邦制才出现。 

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将在自然状态中控制人的野蛮性以及减

轻对他人的恐惧设为国家的最终目标。即相对于公民品德或人民主权意识，作为个体存在的社会成员的

安全与和平共处才是共同体最重要的目标。因此，他并没有对国家规模提出限制，只是主张面对外部侵

略时，为了保护自身，应尽可能比周边国家的规模要大。针对这一主张，也有人指出质疑。因为大规模

的共同体，如果一旦与人类的反社会本性相结合，那么将在共同体内部引发更多的矛盾。霍布斯也认识

到这一问题。因此，他强调通过社会契约来保障掌权者的绝对权力，并由此实现被统治者对掌权者的服

从(Strauss and Cropsey 2007:  167-168)。 

另外，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 1689-1755）也非常重视地理因素。国家规模也成

为其研究对象之一。他认为，共和国的美德，即对公共利益的关心是共同体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同

时，他指出共和国的美德只存在于小规模国家中。因为共和国的精神在于自由，而不是领土或权力扩

张。当然，在小国中，掌权者依照人民意愿来行使权力的这种理想的君主制政体本身是不可行的。这是

因为在小国中，掌权者只能实行专制型君主政体。因为君主虽然表面上拥有最高权力，但事实上，国家

越小，就越无法获取支持政权的手段，而为了确保君主权力，不得不采取专制的方式，给人民造成困

扰，这必然引发民怨。而且，与共和政体不一样，在君主政体下，公民在对外防御上会显得比较消极，

因此体制本身也非常脆弱。这种情况下，专制君主制政体无法在小国中实现，而更适合建立民主的共和

政体。 

与此相反，大国必然只能实行专制。这是因为大国必须强制性地对社会各种不同要素进行整合。但是实

际上，大国专制同时隐含了“大国解体”这一层含义。例如，为了实现大国防御、保护边境，需要设置碉

堡和建立军队。但是由于是专制国家，缺乏正当性，因此要塞或军队同时也可以对皇帝构成威胁。专制

国家对此也存在恐惧。因此相对于设置要塞和建立军队，专制国家通常采取使边境地区荒漠化（使当地

人民无法生活）的手段来实现防御。即为了保全整个国家，牺牲本国一部分地区。如果不能这样，就在

边境地区分封诸侯以为实行统治。但是这种方式，其实也意味着帝国内部分离或分裂，实际上是自相矛

                                                                                                                                   
爱。 『罗马 论稿』 ，罗马为 适应扩张， 过开 权 、扩 国库 节俭 加强 国 。 时，针

对扩 疆 ，没有实行费 过高 统 ，而 间 统 ， 过 建设 规 国，对 加赞扬(Machiavelli 

1950: Book II, § 4, § 21)。当 ， 终 坚 这 则，罗马 终 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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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最终，大国也无法实现长治久安(Montesquieu 1990: Part 9, § 4-5)。孟德斯鸠同样认定中国的性质为

专制大国（参考下文）。 

当然，小国在征集国防等公共财产征集时时存在诸多困难，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就是说，市民参

与和安全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小规模共和制国家会因外敌入侵而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共

和制国家如果规模过大，通常会因内部分裂而导致最终解体”(Montesquieu 1990: Part 9, § 1)。 那么，通

过什么方法可以同时实现对外防御和对内民主呢？孟德斯鸠在联合共和政体中找到了答案。这也是过去

作为自由共和国联盟体的希腊和早期罗马得以长久繁荣的原因。同样，孟德斯鸠指出当时的荷兰、德国

以及瑞士联邦都归于此类。 

社会契约理论家中，试图对国家规模进行最直接分析的人物恐怕要数卢梭了(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

1778)。他在『社会契约论』(1762)中，与孟德斯鸠一样，明显表现出小国倾向。他从两个方面对该问题

进行了论述，第一是统治与行政，第二是依靠人民行使主权。 

他首先从统治和行政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大国存在的问题(Rousseau 1955: Part 2,§ 9)。简单而言，如果

国家规模扩大，那么社会成员间的纽带关系将进一步松散，并且公共部门会产生过多费用，从而损害人

民福利。对此进一步说明，即国家越大，那么其统治的地域范围也将越大，行政层级必然增多，所征收

的行政费用以及伴随而来的人民负担也会加重。不仅如此，法律执行过程中和面对暴动等事件时，政府

的紧急应对能力也会大打折扣。另外，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人民对共同体的支持逐渐减少；由于

地区多样性，很难实现一贯统治；因人口众多导致社会不道德性问题增加。另外，由于事务过多，统治

者无力亲自视事，并且无法控制下属官僚的渎职滥权。 

尽管如此，这也不意味着小国可以高枕无忧。正如许多学者经常所提及的那样，小国被吞并的可能性非

常大。因此为了防止被其他国家吞并，必须维持与周边国家类似的力量水平。就此而言，国家规模扩张

和减缩的理由同时存在。对此，卢梭强调要更多考虑强化国内力量。他认为，“扩张只是对外和相对的概

念，应该从属于对内和绝对的减缩。首先，应该建立强大和健全的国家秩序，而且相对于广阔疆域所提

供的资源，更需要依靠良好政府的执政能力(Rousseau 1955: Part 2, § 9)。 

然后，卢梭从人民行使主权角度出发，针对不同国家规模，哪种政府形态更合适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政府形态上，他与孟德斯鸠的意见一致，即认为小规模国家适合民主制，中等规模国家适合贵族制，

大规模国家则适合君主制。但是，与孟德斯鸠相比，卢梭提出了更具体的数字论据。他指出，国家性质

由三大要素间的关系所决定。这三大要素分别是主权者、政府和个人。主权者是指拥有一般意志和立法

权的全体人民；政府是委托执行主权者的意志，即法律的办事机构；个人则是由政府统治的对象。 

他认为，判断政府好坏的标准就是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平衡。具体而言，即人民（个人）·政府·主权

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其中，被卢梭设定为比例中项(mean proportional)的“政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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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sseau 1955: Part 3, § 1) 良好的政府形态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与以人口数表现出来的国家规模有着

十分紧密的联系。 

首先是民众多少与主权者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民众越多，个人意志能被一般意志所代表的可能性就

越小。这与“选举人越多，个人选择的立场对选举的影响就越小”是同一个道理。从这一层面看的话，“国

家越大，自由越小”这一主张是可以成立的。那么，这一关系对存在于“人民”和“主权者”中间的实体“政

府”有什么意义呢？ 按照卢梭的看法，民众越多，个人意志与一般意志的相似性就越小，需要协调的个

人意志也越多，这时控制力越强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即“民众越多，相应成比例，政府的控制力就应该越

强”。 

那么政府控制力和政府形态之间又存在什么关系呢？ 政府形态通常按照按统治者（或行政人员）的数量

多少进行划分，民主政体是由大多数人民控制政府，贵族政体由少数人负责，而君主政体则由君主一个

人全权掌控。统治者同时拥有三种意志，即作为个体存在的个人意志、作为政府一员存在的团体意志以

及作为主权者一部分（为社会全体谋利）的一般意志。问题在于： 由于人类自私的本性，若按先后顺序

排列的话，首先是个人意志，其次是团体意志，最后才是一般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政体由君主一

个人实施统治，其个人意志和团体意志统融为一体，因此所表现出来的团体意志最为明显。同时，在政

府力量不变的情况下，团体意志其实是决定政府积极性最重要的因素。其结果是，在一个人实施统治的

情况下，政府活动更为主动。而所有公民都参与统治的民主政体与此相反，由于团体意识和一般意志无

法区分，二者都不能顺利执行，相反此时个人意志将起支配作用。其结果是，尽管政府力量趋于一致，

但是意志履行及主动性也会大为降低。 

此外，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国家越大，建立民主政体就会更加困难。根据卢梭的看法，相对于

公民身份，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在担任行政职务时会表现的更为积极。这是因为，行政人员可以担当具体

的职责，但是公民对行使主权并没有太多的积极性。相对于主权者行为，个人意志在政府行为中能发挥

更大的作用。因此，在政府权力的一定范围内，如果行政人员增加，那么个人意志作用于政府行动的可

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从而导致政府积极性降低。众所周知，如果大多数人参与政府职能，那么讨论时间

将会大为增加，而业务效率则会大为降低。最终，政府积极性将随行政人员的减少而增加。如果将这一

主张与上述“民众越多，政府越应该表现积极主动”这一观点结合的话，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国家规模

越大，国民人数越多，更应加强政府集权来降低统治者的数量”。结合这一论述及上文所言，“小国适合

民主制，中间规模国家适合贵族制，大国适合君主制”这一主张也能成立。 

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即政府能动性或效率性的提高与政府公正性(rectitude)成反比。换而言之，即行政人

员越多，团体意志就越接近一般意志。与此相反，越是少数人行使支配权，个人意志也就会更占上风，

从而使政府的公正性大打折扣。上面所说的国家规模与良好的政府形态分类是以政府能动性为基础的，

并没有考虑“公正性”这一概念。效率性和公正性如何结合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且，上面所说的君

主制作为能动型政府形态，其实是以非常优秀的君主为前提的。但是在卢梭的理论中，君主制和优秀君

主的出现，在制度层面上显得相互矛盾。因为君主制为了维持稳定的政权交替，通常选择世袭制。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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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由于君主制在政策上依赖君主一个人的意志，因此相对于民主政体或贵族政体，其不稳定因素更

多，也无法确保其持续性。与此同时，由于政府逐渐强硬，因此君主政体转变为专制政体的可能性非常

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国家规模上，卢梭与自由主义者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在大规模国家，君主制虽

然是理想的政府形态，但是实际上最终却只能产生专制。就这一意义而言，可以说与古希腊古典民主主

义传统类似，即依靠积极市民运行的小规模共和制才是最理想的政府形态。 

卢梭的“小国民主理论”建立在“公共意志”与“人民主权”之上，这也是其整个政治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

他认为，主权本质上由公共意志构成，是不可分割或转让的。主权由人民直接表现，其他人无法代替，

而政府只不过是对主权者所制定的法律加以执行的办事机构。为了监督政府不剥夺人民主权，要定期召

开人民集会，决定政府去留。同时，为了保证集会顺利进行，国家规模应该维持较小的状态。因为如果

国家过大，主权者将无法继续行使其自身的主权。 

事实上，当时卢梭所在的几内亚等城邦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已经无法继续生存，逐渐被统一为规模较大的

国民国家。与这种情况对照，卢梭的观点似乎有一点脱离现实(Watkins 1953: ix-xxxv)。 但不管怎样，共

和国只有在疆域较小和人口较少的国家才能实现，而领土广阔和人口众多的国家则适合君主制这一观

点，一直到18世纪仍在政治理论上占据上风。 

 

3））））联邦联邦联邦联邦制国家的出现制国家的出现制国家的出现制国家的出现与与与与国家规模国家规模国家规模国家规模 

在欧洲，由于当时的主要思想流派并不能充分反应时代要求（近代国民国家出现和代议制），因此其它

地方首先出现了对国家规模问题的探讨。在美国，所谓“联邦制”这种新的政治形态成为新的讨论对象。

美国建国初期，联邦主义拥护者和共和主义拥护者两大对立派之间展开的口舌之争已是众所周知的事

实。  

联邦制拥护者提议对以独立形态存在的各个州(states)进行整合，从而建设大规模共和国。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在 1787年召开的制宪会议上，国家规模和民主主义问题成为美国宪法制定过程中最重要的议题。

合众国宪法在 1777年第二次大陆会议上获得通过，是美国最早的宪法。该宪法其实是对「邦联和永久联

合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and Perpetual Union)」的修正。该条例是以孟德斯鸠等3思想为基础，规

定了联邦制国家形态 。联邦制拥护者认为，该条例过于限制联邦权限，因此有必要修改。但是从政治理

论层面上看的话，当时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是适合直接民主主义的小国理论，因此必须证明“大规

模共和国”存在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因此整个争论都是围绕上述孟德斯鸠等的主张展开的。 

                                           
3 就如上文所言，作为同时可以实现民主主义和国防安全的方式，孟德斯鸠等也主张小国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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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制反对派从孟德斯鸠的“小国民主论”出发，推理出“大国专制论”，认为大国必然导致专制。大国由

于规模庞大，必然只能实施专制。因为如果在大规模共和国政体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共和政体就必然瓦

解。同时大国由于物资丰富、人口众多，物资征集都比较容易，必然好战。另外，大国所具备的这种条

件，必然会引发周边国家的嫉妒或刺激他们的野心，从而引发战争，而战争又不可避免导致专制。而且

大国即使试图实行共和体制，也无法获得成功。因为共和国政体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是人民对公共事务

的参与，而实现这一目标要求人民对政治有一定的见解和关心。但是在大国中，由于公共事务繁多且错

综复杂，民众常常无法顾及，从而逐渐对此失去兴趣，并且变得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最后，即使国民关

心政治，大国中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担当公共事务。他们虽然是获得国民信任的代表，一旦获得权力，

相对于国民意见，更喜欢按个人喜好行事，从而共和制的各种要素也逐渐稀释。(Strauss and Cropsey 

2007: 67-68) 所有这些要素都支持各个州都应该维持在小规模共和国状态这种观点。 

对联邦制反对派提出系统性反击的是麦迪逊(Thomas Madison, 1746–1798)。他在制宪会议演说中，就国

家规模提出了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论点 (Rossiter 1999: 71-79)。他提出的问题是：在保障个人或集团自

由的同时，如何防止派系侵害少数人或社会的权益？ 麦迪逊认为直接民主主义无法解决这些派系问题。

这是因为在直接民主主义中，大多数人很容易获得共同利益，因此无法阻止少数人利益受损。 

针对这个问题，他指出大规模共和国(代议制)具有以下几大优点。首先，在这一体制中，公众意见是通

过最了解社会整体利益的少数代表作为媒介得以反映，因此不会陷入暂时的和部分的利害关系之中。在

大国中，通过全国性代表可以有效减少地方指导者所持有的偏见。另外，国家规模越大，当选国家代表

的几率就越低，因此相对于小国，更有可能遴选出更优秀的代表。另外，国家规模越大，国家代表就意

味着要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因此不仅能有效减少选举的不公正性，而且更有利于选拨出能力突出的均衡

型代表。在大规模国家中，分派利益在全国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就小。这是因为人口越多或疆域越大，在

全国范围内形成以某种共同利益为基础去损害少数人权益的动机的难度就越高，而且即使有这一动机，

组织各种集团进行贯彻实施也相当困难。在一部分地区或部门，派系领导即使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

在大规模国家中，其影响力不仅会大大受限，而且也很难施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规模反倒可以成

为均衡利益的机制。 

除此之外，其他美国建国之父如约翰·杰伊 （John Jay, 1745-1829）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1755-1804）等联邦制拥护者也指出，如果各个州以独立国家形式存在，导致纷争的可能性更

大。国家越大，维持和平的可能性就越高；面对外部威胁时，规模越大的国家也越安全。此外，在财政

上也很容易形成规模经济(Rossiter 1999: 31-71)。 但是，联邦制其实意味着纵向权力强化。在这一过程

中，大规模的国家权力毫无疑问也意味着压制人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他们也提出了限制国家自

身权力这一对应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进行横向分权（立法、司法、行政）。换言之，即通过设立

独立的司法部和行政部以限制议会权力。4 

                                           
4 斯·杰 更倾向建立以州为中心的分权联邦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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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国民主主义拥护者中的代表人物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是如何评价联邦制的

呢？他认为，美国联邦制是有效结合了小国和大国优势的产物。首先，他同孟德斯鸠一样，从民主主义

和小国的紧密相关性出发，指出小国一直是政治自由的摇篮。小国中，由于个人力量有限，因此欲望也

受到制约，共同体生活也有变得有秩序和节制。不仅如此，统治者权力比较弱小，实际上可以被人民有

效控制。在大国中，将出现相反的现象。大规模国家中，市民欲望膨胀而爱国心则相对较小，因此严重

的不平等、利己心以及利害关系冲突是大国内在的属性。同时，在大国中，由于国民价值取向和利害关

系错综复杂，因此无法形成凝聚力。这也成为政治不安定因素之一。在这一脉络下，“巨大的帝国最损害

人民福利和个人自由”这一主张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小国也有致命的弱点，这就是面对外敌时无法确保

安全。而且，国家规模大也不能完全说是缺点。大国依靠物理力量，面对战争等直接威胁时，相对更容

易获得自由和独立。政治力量是国家繁荣的条件。例如，在大国中，国民所具有的强烈的权力和名誉欲

望，在促进知识累积和文明进步能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且大国可以动用许多资源，做许多小国无法做到

的事情(Tocqueville 1959(I): 165-168)。 

在这一观点下，联邦制就成为大、小国优势有效结合的最佳方案，而美国就是典型事例之一。从这个角

度看，美国的联邦制并不仅是成立大规模共和国，而是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间合理业分担事务为前提

的。即中央政府除了担当对外安全，还制定联邦整体共同所需要的法律来对应复杂的利害关系，地方政

府则通过处理与市民直接相关的事务发挥小国优势(Tocqueville 1959(I): 169-170)。当然，联邦和州之间权

利划分也是明显存在的问题，但这只是在实践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并非本质问题。在这一方面

上，美国可以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4) 代议制民主主义与国家规模代议制民主主义与国家规模代议制民主主义与国家规模代议制民主主义与国家规模  

如前所述，对美国联邦制的研究其实包含了代议制内容。但是，在有关西方民主主义研究中，是经过相

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真正开始对代议制进行探讨的。实际在，在罗马等大规模共和政体中，并不存在严

格意义上的直接民主，理论和现实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唯一的直接民主主义制度是民会，但是

居住在较远地区的居民根本就无法参加民会。不仅如此，即使在共和制政府时期，立法部可以不由全体

市民而由一部分代表构成这一意识根本还不存在。因此对洛克或卢梭而言，代议制根本就不是他们所关

注或接纳的事情。 

代议制实际上并不是民主主义理论家发明出来的，而是从英国和瑞典等中世纪君主制和贵族制政府形态

中逐渐发展而来的。当时，这些国家为了处理征税、宣战、王位继承等问题，经常召开由不同阶层共同

参与的会议，这就是代议制的起源。当然，当时由于没有形成将民主主义和代议制结合的意识，因此对

此也没有展开理论性探讨。随着大规模近代国民国家的出现，代议制作为一种与此适应的民主主义形

态，才逐渐成为讨论对象。在欧洲，国民国家实际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200-300年）才得以形成。之

前的大约500个小的共同体不断整合，最终大概形成了25个国家。这从规模层面上看，意味着出现了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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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因此，代议制作为唯一能将国民国家和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被提上议程。 

18世纪末，对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在理论上及实践上都发挥很大作用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是代议制民主主义的绝对拥护者。代议制是一种依靠人民所选举出的代表实行统治的政治体

制， 跟其主张的人民主权、普通选举、人民平等一起构成近代民主主义的重要内容。跟主张“共和制不

适合大国”的卢梭和孟德斯鸠相比，他明显表现出批判的态度，而且他认为最能有效执行公共事务的政府

形态不是直接民主主义，而是代议制。 

他指出，随着人口增加、疆域扩大，类似希腊这种单纯民主主义（simple democracy）体制已经无法实

现。在国家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直接民主主义作为一种依靠大多数人的政府形态，只能陷入混乱。

但是由于当时代议制还不为人所知，君主制或贵族制等这种依靠少数人实行统治的支配体制就粉墨登场

了。但是君主制体系存在种种弊端，一方面君主知识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实行世袭制，无法保障有才能

的君主一直出现。相对于君主制，贵族制弊端能少一些，但是实际也毫无差别。与此相反，由于代议制

能确保遴选出社会各个领域中最具实践知识和最有才能的代表，因此可以形成稳定的统治。从这一意义

上看，即使是希腊等规模较小的国家，代议制也优于单纯的民主制。除此之外，代议制还具有很多优越

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哪种规模的国家，都可以实施代议制。即与单纯民主制不同，代议制

可以容纳不同的利害关系 (Paine 1995: 227-235, 358-359)，与国家规模大小没有关系。在潘恩的观点里，

美国作为大国，是实施代议制的典范。 

代议制作为实现民主的最重要方式逐渐被认可。1820年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宣称代议制是

“近代最伟大的发现”，他认为“在代议制里面，可以找到解决一切理论的以及实际难题的方案”(Sabine 

1964: 695)。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则更坚定地赋予了代议制的正

当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从卢梭的主权在民出发，指出最好的政府就是社会全体行使主权的政府。换句话

说，最好的政府是让人民尽可能参与政治，主权由大多数人享有的政府。尽管说城邦国家等小国实行的

直接民主主义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在现实生活里，这已经无法实现。这是因为在国民国家已经成为一

种普遍政治组织的情况下，所有人除细小的地方性问题以外，不可能参与大部分公共事务。而且，代议

制体制中，有才能的人参与政治，因此可以形成能有效处理各种利害关系的政府(Mill 2004: 34-50)。从这

一点来看的话，代议制是最理想的政府形态。 

那么民主主义理想和统治效率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呢？穆勒指出，这一矛盾只有通过分离人民对政府的控

制以及政府行政职能才能实现。换言之，最好的政府形态是人民拥有对政府最终控制权，而行政则是由

一部分有知识才能的人担当。如果一般市民不参与行政的话，政府效率会更高，有才能的代表才能做出

更好的决策。最终，民主主义正当性不在于国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而在于遴选出德高望重的人做代

表。通过分离政府控制权和管理权，穆勒赋予了大规模国家实行代议制的理论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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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代的探讨当代的探讨当代的探讨当代的探讨：：：： 罗伯特罗伯特罗伯特罗伯特·达尔达尔达尔达尔  

现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 1915- )则对之前有关民主主义和国家规模的探讨进行了综合。

他将现有理论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显示了国家规模和民主之间存在的复合关系。首先，他关注

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小城邦国家向大规模国民国家的转型，其次是国民国家中实施的代议制

和不同程度的地方自治（联邦）。换言之，与城邦国家比较，国民国家通过代议制和自治能够实现民主

主义。根据代议制和地方自治，民主主义被重新定义。随着越来越复杂的国家形态的出现，国家规模和

民主主义之间的直接关系也逐渐弱化。古典民主主义作为最高的政治形态，为了实行直接民主主义要求

建立小规模国家。与此相反 被重新定义的现代民主主义则不存在最佳国家规模。 

与此同时，如果说现有民主主义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程序上的民主，即国民参与与否，达尔却与此相反，

认为解决国民集体需求的政治体系能力也同样重要。达尔认为，民主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所谓的公民效

能(citizen effectiveness)和体系能力(system capacity)。前者意味着通过国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来实现对政府

的控制，而后者则意味着满足国民集体需求的政治体系能力。但是体系能力与公民效能成反比的情况不

少。他举例说，解决一个地方的环境污染问题，上级政府如果不直接出来解决，降低决策水平，那么，

越提高市民参与度，问题解决能力反而越低。而且主权国家不能解决而是由超国家层次才能解决的问题

会越来越多 (Dahl and Tufte 1973: 20-25)。这意味着同时实现市民参与和体系能力两个目标的最佳国家规

模不存在。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合适的政治单位也会呈现不同规模。安全或社会间接资本等方面需要

大规模（全国）的单位，而实现教育或福利方面小的地域单位更合适。 

此外，他还对古典民主主义中的假说，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反论。他列举了市民参与效果这一例

子。如上所说，从古典民主主义理论立场来看，国家越大，效率就越低。人口越多，个人所拥有的权

利，即对决策产生的影响就越小，个人对政治方面的关心和参与动机也会逐渐减弱，最后参与人数也会

越来越少。但是，根据达尔的观点，这种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证上都无法成立。 

首先从理论上讲，虽然个人的政治行为效果与整个国民人数成反比，但同时也是反作用因素。这就是互

相竞争的政治或是势力之间的均衡。围绕某项政策，在赞成与反对人数相同的情况下，参与人数就没有

什么意义，此时个人的选择变得非常重要。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一个人的投票可以带来很大的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参与动机的作用就会增大。实际上民主主义体制下，政治团体越多，竞争就越激

烈，各种势力间出现均衡的可能性就越大。最后，人口越多，各种势力之间力量倾向均衡时，其结果便

是成员参与决策所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达尔认为，对政治参与能起更大影响的不是国家规模而

是文化、教育与政治制度等要素(Dahl and Tufte 1973: 41-46)。 

此外，达尔还从实证角度否定了国民参与和小国间的联系。根据对不同规模国家的实证调查，他证明投

票率与人口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例如在31个民主国家中，全国投票率和人口数之间的关系系数不过

0.05。达尔虽然没有提供实证资料，但他主张在政治参与上，文化或教育等要素根规模比会起到更重要

的作用。实际上，其他分散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达尔的这一观点。例如，对政治的关心、加入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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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活动、自身对政治作用（效果）的判断、对政府事务的理解等，小国和大国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异(Dahl 

and Tufte 1973: 46-53)。最终，达尔否定了孟德斯鸠以及卢梭假定的国家规模和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的关联

性。 

实际上，决定国家规模的要素非常复杂。就人口而言，数量上的多少并不重要，而应该综合考虑更具体

的因素，例如人口素质、人口地理分布或密度、不同阶层构成等因等。除此之外，领土规模还应该追加

考虑土质、自然资源、气候等因素。除此之外，决定国家大小的还有交通、通信、组织、生活水平、外

交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且还有人种、语言、宗教等文化多样性、历史经验和意识等。这些要素根据

不同国家或国情，其重要性也会不同。另外，这些要素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量化，只是停留在质的层

面上，特别是如在国际政治上所凸显的那样，其实只是相对的。 

   此外，现有国家规模的研究，除一部分属于国际政治领域范畴，大多停留在对民主与规模关系的研究

上。但是实际上，一部分政治体制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民主主义。另外，达尔提出的体系能力也不能只通

过是否满足国民集体需求做出判断。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民主主义成为国家目标也不过是最近才出现

的事情。历史上长时间存在的国家，其目标都是由依靠大部分统治者所设定的，例如权力的维持和扩

大、社会秩序维持、公共财产分配、对外安定等。因此，阐明上述目标和国家规模的联系，其实比民主

主义国家与国家规模的关系更为复杂。 

 

3. 西方对中国国家规模的认识西方对中国国家规模的认识西方对中国国家规模的认识西方对中国国家规模的认识  

 

1) 大规模国家和专大规模国家和专大规模国家和专大规模国家和专制政治体制制政治体制制政治体制制政治体制 

西方人对亚洲（和其背后的中国）的印象可以说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而且大部分是与自身相反的负面

印象。有关国家规模大小和性质的认识也大体如此。 

首先，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一样，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希腊是一个建立在规模小而适度、气候温

暖、勇气和理性相结合基础之上的国家，因此政治体制自由且高效，因此国家建成之后，可以支配全世

界。于此相反，他认为亚洲国家由于规模过于庞大、气候炎热、缺乏勇气，因此国民只能接受奴隶状态

下的专制政治体制统治。实际上，历史上西方对亚洲的这种印象一直存在，甚至到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

顽固存在。亚里斯多德的这种言论，特别是希腊对全世界统治的可能性这一说法，被自由主义者约翰·穆

勒(John Stuart Mill)再次采纳。不过，穆勒认为实现帝国主义的主人公与亚里斯多德不一样，不是希腊，

而是扩大的希腊，即欧洲。 

西方思想家中，最直接提及中国政治体制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他按照亚里斯多德的理念，把国家形

态分为共和政体（republic，包含民主制和贵族制）、君主政体（monarchy）和专制政体(despotism)，而

中国就被划分为专制政体。君主制和专制制虽然都是由一个人进行统治，但是前者是依照一定的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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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进行统治，而后者是“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只是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

切”。不仅如此，专制政体政体被认为是包含中国在内、所有亚洲国家的典型政治形态。  

专制政体为什么会出现？孟德斯鸠等思想家试图从两大地理因素对此进行说明，其一是亚洲国家气候炎

热，其二就是疆域宽广。与亚里斯多德一样，孟德斯鸠认为生活在气候炎热地区的人更懦弱、懒散、胆

怯。关于疆域宽广，他发表了如下言论：相对于欧洲而言，亚洲拥有更宽广的平原；同时与欧洲一样，

亚洲地区的江河较小，因此无法由此划定边境线，而只能依靠大海承担这一作用。在这样的地方形成大

规模国家，必然只能实行专制。因为出于防止国家分裂的目的，必须让人民感到害怕和威慑，因此人民

只能生活在奴隶状态之下。欧洲由于地形特质，可以分成中等规模的国家，从而不依靠强制而依靠法律

维持统治，因此国民可以获得自由(Montesquieu 1990: Part 17, § 6)。 

孟德斯鸠等人认为，在中国由于风土（主要是天气炎热）上属于形而下，重视感官快乐。中国人口众多

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女性的生育能力强。虽然从政治角度上看，人口的数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比如说灾

荒或失政导致很多人穷困潦倒，很容易发生混乱。同时混乱或叛乱同时发生众多互相隔离且距离遥远的

地区的话，局面就很不容易控制而导致帝国崩溃。因此，中国对这种混乱和叛乱非常敏感，经常采取暴

力方式镇压。不仅如此，为了解决多数人口的吃饭问题，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辛勤劳动。为此，需要制

定法规制度，让人民不失去劳动的代价。这也是中国各种法律、法规发达的理由(Montesquieu 1990: Part 

8, § 21)。 但是，为了维护大国统治，这些法律不得不依靠专制方式获取支持。最后，数以万计的法律条

文与专制结合，使政治体制变得越来越专制。 

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对中国的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黑格尔、马克思，甚至到今天，西方对东方的研究中

也还反映出这一观点。 

 

2) 规模与停滞性规模与停滞性规模与停滞性规模与停滞性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关注的是“为什么东方没有和西方一起进步”。在黑格尔

看来，历史发展是人类摆脱地理等自然条件限制，追求自由和进步的过程。因此，他认为地理要素是历

史发展的重要条件。黑格尔虽然认为亚洲包含中国、印度、波斯以及印度等国家，但是他在著作中特别

对中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黑格尔对东方的描述是从地理特征开始的。中国拥有大江，周边有宽广和富饶的平原。在这里，农业逐

渐发展，土地所有以及相关的法律关系也一一形成，成立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家(Hegel 1969: 117-118)。 

这个国家依靠广阔的平原以及在这个平原上生活的同一人种，逐渐形成大规模王国，但是这种大规模的

政治实体逐渐成为发展的桎梏。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亚洲的地理特征对亚洲人民的精神和国家存在状态起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例如，

在宽广而封闭的平原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王国，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思想和专制政体框架。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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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的地平线让四周看起来都别无差异，人们也感受不到变化的刺激。虽然亚洲地区，许多岛屿、山丘

以及小的平原和江河互相区分，但是与希腊比较的话，差异就很明显。因为希腊通过海上贸易，其它地

区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关系。由于这种地理因素，中国人无法具备地中海人所拥有的勇敢、创新和冒险精

神，最终也无法获得历史进步。中国虽然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但是海岸线仅仅是陆地终结的地方。即中

国的海岸线无法和地中海一样，成为摆脱陆地制约的跳板(Hegel 1969: 119)。 

也正是由于上面所提到的地理因素，在中国缺少历史发展所需的重要条件，这就是自由意识。而个人自

由意识空缺与国家专制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如同在家中形成的以家长为中心的权威秩序一样，在整个社

会中，只依靠皇帝一个人行使绝对权力。 这种自由的缺失和国家专制特性使中国社会停滞性不断延续。

中国停留于历史幼年期的原因在于此。 而在西方，先以地中海为中心，后扩大到北欧的多个民族与国家

间的交流，不断促使个人主观自由和依靠国家所实现的实质性自由继续扩大。但与此相反，东方形成的

大国极大地限制了个人的自由意识。 

黑格尔还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统一性是表面而虚无的。对他来说，在中国，个人不是作为有主体意识

的个体存在，而只是作为客体存在。因此，基于个人不同个性的实质性统一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只存

在概念和抽象意义上的统一。“在中国，所有人一律平等。但是同时，只存在围绕一个中心的统治，个性

或特性绝不能达到独立或主观自由。在这里，缺乏‘国家观念只有在分割时才具体’这一概念，同样也缺

乏‘各种差异形成有机结合的精神的、持续的、内在相互区分的部分’(Hegel 1969: 152; 翻译 宋斗  1996: 

71)”5。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中国，统一性并非以部分的坚实作用为前提。换言之，统一不是以成员的内

在正当性为基础，而是立足外部的强制作用（物理性的强制和理念性的说服）。 

关于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统治基础，最引入注目的理论是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亚细亚生产方

式理论(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按照这一观点，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基础是依靠黄河和长江等大江大

河所发展起来的农业。由于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饮水灌溉相当重要。与此同时，黄河地区由于集中降

水，经常洪水泛滥。为了应对这一情况，需要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因此也需要一个能调动起大量物力

和人力资源的政治体制。其最终结果就是在中国逐渐形成统一的、大规模政治体制。特别是，在西方传

统社会中，以地中海和欧洲地区地理和文化多样性为基础建立起许多分散的小规模国家，与此相反，中

国的统一性和规模都非常突出。 

马克思认为，亚细亚地区的生产方式与东方社会的地域大小有紧密的联系。在东方，由于高原宽广，沙

漠地带一望无际，只有通过人工水利设施，才能进行农业耕种，这促使了强大国家权力的形成。在西

方，灌溉等公共设施具有小规模地方特征，在地方可以发展自由社团。 但是在东方，由于疆域宽广，文

明也没有发展到形成自由社团的程度，因此只能由中央集权制国家权力介入。东方国家往往以公共事务

为基础，通过对国民的掠夺筹集财政资金，并且通过发动对异族的战争或侵略扩大权力和领土(Marx 

1875: 11-23; 宋斗  1996: 82-83)。 

                                           
5 宋斗率的引文和译文之间稍有差异，有可能是黑格尔的著书版本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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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可以从小规模村落和庞大的专制国家共存这一点上来说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以此

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的停滞性的观点。自给自足以及伴随而来的有限的商业活动成为阻碍剩余生产累积最

重要的因素。而且，大规模国家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而掠夺有限的剩余产品，这些都属于非生产性

消耗。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资本累积从根本上被限制。这也意味着散落分布的小规模村

落和大规模的专制国家互相作用、互相依存。 

这之后，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这就

是“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其著作的核心内容如下：由于黄河经常洪水泛滥，为确保安全以

及在该流域广阔的平原上进行耕种，必须建设和维持大规模水利设施，因此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

家。 

在欧洲地区，农业基本上都可以依靠自然雨水灌溉，属于“雨养农业（rainfall farming）”。但是在中国，

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准干旱地区。在这些地区发展农业，必须进行大规模灌溉。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由集

中降水引发的洪水泛滥，还需要进行土木工程建设等非农业劳动分工。而动员和管理这些工程需要动用

大量劳动力和资源，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体系。他将此称为 “ 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水利社会除发展农业直接需要的灌溉、土木工程以外，还需要发展天文学、数学、地质学

等，以实现对农业的间接管理。基于这种经济权力所形成的专制国家通过发展饮用水所需的水库、运

河，国防所需的土木工程（万里长城）、道路、宫殿或庙宇、城市、寺院等非农业工程，更进一步强化

了自己的权力(Wittfogel 1957: ch. 2)。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方专制国家，与近代欧洲国家相比的

话，主要通过以下方式维持中央集权政治体系：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通过重税获取大规模国家财政收

入、(与欧洲的长子继承制不一样)通过均等土地继承制分散土地同时抑制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势力、通过

否定独立教会使宗教权威附属于政治权力(Wittfogel 1957: ch. 3)。在过去的中国，由于贵族和教会组织等

民间组织与主管公共事业、国防、信息和组织，经济等各种业务的政府部门权力之间 缺乏内在均衡，最

终导致权力无法控制，逐渐出现一人掌权局面，这就是东方的专制主义。 

当然水利社会的地理扩张并不意味着一定就能形成一个很坚固的支配体系。因为随着地理扩张，社会文

化组织单位进一步扩大，与此相应的制度或文化本身并不一定也能变得强大，而相反可能导致相互独立

的各个单位间形成更松散的关系。魏特夫指出，这个阶段就是水利文化达到最高水平的开化期。成立领

土国家的春秋战国时期和秦建立统一国家的初期相当于这个阶段。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制度得到前

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这种变化或成熟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成立后就没有得到继续反而逐渐沦落。此

后，尽管有新的征服、疆域也不断扩大，但是基础的社会和文化模式并没有转变。这是因为文化或制度

水平降低或周期性恢复到原来的古代水利社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水利社会通过独立的官僚组织，具

备不断稳固自身的能力。这也是农民或商人不管争取到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也无法成为独立政治势力的

原因。因此，水利社会基本上都拥有超大的经济组织、军队和警察，支配者只要拥有最小的合理性就可

以维持权力 (Wittfogel 1957: 422-423)。 

当然，也正如在绪论中提到的一样，即使是专制国家，在经济统治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费用和效果之间的

关系。换言之，随着各种国家事务超过一定的范围，技术性、物理性与社会性等制约因素也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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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效率就必然降低。从这一角度可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停滞的原因。欧洲或日本经过分权特征

的封建制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与此相反，东方由于依靠庞大国家机构实施专制政治，社会发展自然停

滞。 

不仅如此，魏特夫甚至提出在20世纪这种东方社会形态恢复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拥有

一种能量，甚至可以将政治转换为与经济相协调的形态，即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最终将使水利社会转

变为市场社会。但是，魏特夫认为，亚洲社会即使引入市场、议会制等制度，它仍然不得不深受以强有

力的国家和软弱的私有力量为特征的传统水利社会的影响。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只是水利社会和以此为

基础的东方专制为特征的亚细亚式恢复(Asiatic restoration)。而且，这种权力通过农业集体化、近代产业

和通信达到更高水平，因此将比以前更加亚细亚话化（Wittfogel 1957: 8-9)。 

 

3) 规规规规模模模模与资与资与资与资本主本主本主本主义义义义形成的失形成的失形成的失形成的失败败败败  

事实上，西方对近代及资本主义形成过程进行研究时，通常把中国视为非常重要的比较对象。历史上，

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与欧洲的对外扩张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市场经济为了争夺新的原料和商品市

场，大大刺激了欧洲的对外扩张，另一方面对外扩张重新促使大量生产和技术发展，两者之间存在互相

促进的作用。从这一角度看，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欧洲和中国的差异性问题进行探

讨。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没有通过对外开拓试图进行帝国扩张？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资

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被欧洲超越？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联系帝国、封建国家、国民国家等不同规模的政治体

制进行解答。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历史学家依曼努尔·沃勒斯坦(I. M. Wallerstein, 1930- )，他

的相当一部分主张被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 Braudel, 1902–1985)采纳。 

首先根据他们对社会体系概念的划分，中国与罗马或拜占廷帝国一样都属于帝国(empire)或世界-帝国

(world-empire)。帝国一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另外，帝国是一个与城邦国家或国民国家相对的国家形

态，其内部包含许多文化各异的地区。帝国一方面拥有统一的政治体系，另一方面各个地区在经济上也

相互联系。但是，与下面所提到的世界-经济比较的话，帝国建立的理论基础不同。与此相关，沃勒斯坦

引用了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886-1964)的理论。波兰尼认为帝国经济并非交换而是具

有再分配性质，而且地区间的（限制性）交易也并非基于市场方式(market trade), 而是依靠国家管理

(administered)。与世界-经济相比，帝国经济的交流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必然制约经济发展。不仅如此，

帝国由于建立了军队或警察等政治性镇压机构，因此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相应的庞大的经费支出

(Wallerstein 1980(I): 15)。这些费用一部分是通过周边国家的朝贡等方式获取，但大部分是从社会内部征

收，其带来的最终结果是消耗了发展所需的资本累积。 

与此相对照，在 15~16世纪的欧洲形成了一个世界史上非常独特的社会体系，沃勒斯坦将其称之为“世界

-经济(world-economy)”6。它与帝国不同，并非一个政治实体，而是各个部分在经济上相互关联的实体。

                                           
6 这里的“世界”不是全球范围，而是指包含许多地区，范围相关宽广的地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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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经济关联性是指体系内存在一定的劳动分工，这就意味体系内的各个地区为了生存，必须依赖与

其它地区的经济交换。世界-经济没有朝上述所说的帝国方向发展，而只是作为经济实体存在， 这一事

实非常重要。换言之，随着中世纪封建社会逐渐解体，欧洲地区发展成为所谓的民主国家而并非帝国。

随着大多数相互独立国家的出现，与帝国不同，某个特定政府无法控制或管理投资、贷款、生产以及分

配等制度或方式。这种情况下诱发了世界-经济在欧洲的形成。最终，欧洲没有建立如帝国一样的政治上

层结构，而形成了能促使剩余价值从下层阶级转移到上层阶级，从周边转移到中心的机制(Wallerstein 

1980(I): 15-16)。 国家功能也仅仅被局限于确保一定的交易条件的形成，而资源分配则交给市场，由此

生产率提高的动机就产生了。 

最终，在 15 世纪近代社会这一起跑线上，中国仍然处于庞大帝国状态，而欧洲则是由众多的小规模帝

国、国民国家以及城邦国家构成，其差异也造就了两个地区截然不同的命运。沃勒斯坦认为，中国的帝

国规模不能适应新的变化。这是因为帝国有责任保护和管理广阔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因此无法集中实

现新飞跃发展所需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实际如上文所言，即使在和平时期，帝国也一直陷于内忧外患之

中，如果对此不能集中精力，国家就会非常危险。例如，明朝倭寇猖獗，虽然这并没构成很大的威胁，

但是明帝国动员了整个国家的力量。与此相反，在欧洲遇到图尔库（Turku）等对外威胁时，皇帝无法动

员任何国家，因此像葡萄牙等经济不发达地区也能集中自己的力量，实行对外扩张。 

此外，帝国与世界-经济体系内的单一国家不一样， 基本上不具备对外扩张的动机。这是因为帝国通常

自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全部，自己是唯一的经济大国，可以创造相当多的财富，并不需要从其它国家获

取。在整个国家财富中，虽然可以增大皇帝所拥有的那一部分，但这也只不过是依靠朝贡而已。实际

上，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朝贡只是更有利于朝贡国的一种交易(Wallerstein 1980(I): 60-61)。 

 

4.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正如本文后半部分所述，西方一直视传统中国为典型的大国，并且将大国与专制政治体制和经济停滞性

联系在一起。但是西方对中国的研究，相对于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严密推理，更接近福柯（Foucault）式

论断。此外，通过代议制和联邦制，今天至少在理论上并不认为国家规模会阻碍民主主义进程。而且，

也正如罗伯特·达尔所综述的那样，今天除了要求实现民主主义之外，国家目标和性质也错综复杂。这似

乎都支持“最佳国家规模并不存在”的这一论点，但同时也暗示 中国政治发展亟待解决的课题不少。 

如果按照不同标准进行衡量的话，大国和小国其实各有利弊。二者可以说是互补长短，前者的长处是后

者的短处，后者的短处则是前者的长处。柏拉图之后，许多思想家总结出小国具有以下优越性：1.社会

成员拥有较高的归属意识和团结精神；2.统治者能迅速做出判断并实行命令；3. 选举或执行政策时，能

比较充分理解对方。此外，维持同质性、容易防守、拥有个人自由和较大主权等也是其优点。当然，小

国也有其致命弱点。由于领域小、人口少，小国往往在征集公共财政和资源方面会碰到困难。此外国防

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都非常有限，因此通常无法保障安全，被吞并的可能性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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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大国由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实际上很难贯彻公共标准，因此人

民的归属意识薄弱，并且很容易对政治变得漠不关心。另外，大国由于幅员辽阔，很难实施防御，特别

是在地方性问题上，往往缺乏紧急对应能力。同时，大规模国家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行政费用必

然过高，而且由于无法控制下级官僚，很容易滋生腐败。不仅如此，大国无法避免实行分割统治，为了

维护国内安定，需要建设大规模军队，这同时可能对政权构成威胁。由于大国具有较强的人力和物力动

员能力，因此统治者权力也相应变得很强硬。另外，为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大国通常不得不实行专

制。 

到目前为止，对大、小国利弊的探讨，相对于归纳分析其实更多是从演绎角度出发，大体上将小国与民

主、大国与专制互相联系在一起。当然，在现实世界中直接民主主义其实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

现。特别是城邦国家向国民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国家规模不断增大，改变现有观念这一要求也逐渐

显现。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联邦制和代议制正式登场。这些新的制度本身也被诠释为比直接民主更优

越的制度。但是，这也并不是要否定直接民主主义与小国的“人民参与政治”这一基本精神。相反，联邦

制或代议制是在现实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这一背景下，为更好实现国民参与政治这一目标而提出的方案。

国民参与政治已经成为现代民主主义的基本要素。直接政治参与特别在基层组织逐渐得以实现。另外，

全国性的政治参与不仅仅局限于选举这一方式，通过各种媒体和言论也逐渐得以实现。现在，中国已经

开始实践或研究其中一部分方式。这意味着，中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有必要研究和寻找更多样化的政

治参与方式。 

另外，对联邦制相关探讨也能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不少启示。联邦制只是明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方式

之一 。联邦制国家也千差万别。但不管具体内容，大规模国家都面临如何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职能和业

务分担这一问题。现在中国关于地方自治或行政改革的研究也不少。 

最后，代议制相关研究也可以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一部分启示。代议制理论家们不满足于仅仅将“多数人

民无法直接参与政治”这一现实合理化。他们认为代议制是一种相对于一般国民，更依靠有才之士实行统

治的制度，因此效率更高。另外，德才兼备的代表的立场更为中立，因此可以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为人民

谋利。正如达尔所观察到的一样，今天的民主主义更强调政府能力，而市民参与这一标准的重要性相对

减弱。而且，相关实证研究也否定了市民参与和国家规模间的关系。尽管如此，政府效率依旧无法替代

市民参与。代议制并不是像君主制或贵族制那样，仅仅是单纯依靠少数人的统治。在今天，代议制已经

与人民主权、普遍选举、平等等所谓近代民主主义核心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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